
 

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 
——访潘维 

记者 钟加勇 
 

精英的发言权与大众的发言权 

《商务周刊》：随着重思改革大讨论的深入，眼下出现了“精英治国”和“民主治国”

两种言论同存的局面。有人说网络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让大家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议

论改革，是言论民主的体现，但也有人提出了“网络暴民”的意见，认为网络并不一定代表

民意，而且科学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前不久经济学家樊纲的文章《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

国家政策》，引起很多网友和持不同观点的专家的批评。您是一位持反对民主迷信与私有制

迷信态度的学者，对于这些争论有什么看法？ 

潘维：我个人对“精英派”或“大众派”之分没兴趣。网络有权利讨论国家政策，正如

樊纲有权利讨论国家政策。主导我们政府决策的不是网络。说网络舆论在主导我国政策，这

种事情纯属虚构，子虚乌有。 
什么叫“精英”？我们换个词叫“专家”。专家分三类：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技术专

家，第三是知识分子。政治家是决策者。技术专家从技术角度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国家建

三峡大坝，当然要听取有关技术专家的意见。经济运行分析要听经济专家的。但做决策的还

是政治家。还有一类专家是社会知识分子，他们从自己的见识和立场出发，发表各种看法，

提供的却未必是专业意见。知识界的意见，是从更宽广的角度讨论问题，可能正确，也可能

错误，但肯定不是在“决策”。知识界的意见影响公众舆论，甚至产生舆论领袖。 
专家与人民是有明显区别的。人民分好多类，但最广大的人民是一般社会劳动者。我们

的政策不能伤害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伤害了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当然是错误的政策。提出

伤害广大劳动者眼下利益的政策建议是错误的建议。既然决策者在治国，专家在咨询，社会

知识界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三方就都应当关心广大劳动者所表达的意愿。广大劳动者的利益

有许多反映渠道，网络是其中之一，是个重要的渠道，是先进通讯技术支撑的一个大众意见

渠道。决策者、专家、社会知识界，都应当了解和关心网站上表达的看法和情绪。诚然，网

络意见一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很多发表意见的人甚至采取匿名方式，不愿为自己说的话负

责。正是因为大家都自己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个舆论工具的声望才高。因为网络的多数参

与者不愿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个舆论阵地的声望不高，信用不高，甚至可能为境外敌对势

力利用。尽管有这些个严重缺陷，我还是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大众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这种权利在法律上与知识界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是平等的；第二，决策者、技术专家、社会

知识界，即所谓“精英”，都要在意网络意见，搜寻其中反映的社会大众的呼声。 
我们还应当了解，并不是说的人多，意见就正确。牛顿发现的定理，是否正确，不需要

投票。科学和民主是两码事，很多人参与的决策是民主的决策，但民主的决策未必是科学的

决策。科学决策与“兼听”有关，也就是说与密集的“咨询”有关，却未必与“多数决”有

关。严格地讲，“兼听”或“咨询”都不是民主。民主的主要程序是“多数决”。若认为“多

数决”就能导致正确的决策，那么科学家和政治家就是不必要的了。 
 

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 



 
《商务周刊》：此前关于改革的反思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从 2004 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

的争论开始，两年来，争论的范围扩大到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买不起房子等等国计民生

的问题，进而有人提出，我们的改革到现在二十七、八年了，有些矛盾积累了下来，有些改

革是使少数人受益而使多数人受损，导致社会不公加大，因此应该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你

怎么看这场关于改革的反思？改革倒退当然没有出路，不过现在有观点认为改革正处于攻坚

阶段，争论不利于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信心。 

潘维：关于对改革的反思，我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对 1980 年以来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市场化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改革。我把世界

划分为三个集团，成功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失败国家。中国目前处于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

如果冲入第一集团，也会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我国规模大。然而，不能以改革的成功来否定

计划经济也曾经非常成功。说改革前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显然不正确，没有数

据支撑。拿 1959－61 年的饥荒，66－76 年的“文革”来否定前二十五年（1955—80 年）计

划经济体制，我坚决不同意。二十五年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与解放前相比的，是与中国前半个

世纪的情形相比的。当看到计划经济的动力开始衰竭，我国党和政府及时调整了制度方向，

放弃指令型经济，改走市场经济道路。应该说，前二十五年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后二十五

年的成功也是显而易见的，是五十年连续的艰苦奋斗才让中国走到了今天。没有过去计划经

济的成功也不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成功。这一点不管是从农村还是城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改革“不争论”的时代大概是过去了，想堵别人的嘴恐怕行不通。今天的宏观政

策，涉及日益复杂的利益，各方面的利益有矛盾。若不肯让利益有差异的人表达自己的不同

意见，就看不清什么才可能是中立妥协的政策，也就谈不上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想和谐，

政策上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过去有些改革者企图“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眼前”利

益，要“闯关”。如果不让利益相关者争论，被“牺牲”者就只好闹“群体事件”了。过去

说“不争论”是指不进行空洞的、传统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工作者”之间的争论。十多年前

规定的“不争论”，是有底线的，就是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和快速的提升。今天的社会

分化速度很快，所以政策要争论，因为涉及谁得益，谁受损。 
第三，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我们搞了四

分之一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市场经济。隔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就要大

规模反思一次。没有八十年代初的“反思”，就没有后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第三个四

分之一个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该坐下来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呢？弱势群体、下岗

工人、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环境问题，还有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力，等等，都

不是小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方向问题。提出“反思”没有错。没有“反思”，我们怎么会

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新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反思，就提

不出这些新的战略目标。无法否认，改革确实出了一些问题。至于如何认识，如何解决，见

仁见智，大家都有权利发表意见。 
第四，我们需要通过争论去扭转一些舆论导向的重大偏差。这些年来，知识界的有些舆

论利用“不争论”原则逐渐蚕食我们的舆论阵地，公然突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前提。这

三大前提是：第一，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求全社会的利益至上，

不允许社会利益集团左右社会秩序，不允许挑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第二，社会主义的

共识不能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以土地矿产国家所有和农地集体所有制度为基本特征，这是

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保障，也是强大国家的基础，是不能动摇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不是新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只能靠自身力量，所以均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非常宝贵。第

三，国家是我们民族安全的最后防线，不允许否定爱国主义，宣扬卖国主义，伤害国家利益。 
当然，这种争论本身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争论不是政府挑起来的，是国际和国内社



会中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结果。比如对第一前提，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员把西方多数决程序

下的阶级斗争奉为“神圣”，希望在中国也搞这种程序化的阶级强权政治，把共产党的领导

贴上“集权主义”、“专制”、“威权主义”的标签。比如对第二前提，总有些人说，改革是要

付代价的，拿弱势群体的生活为自己加上“勇于改革”的顶戴花翎。在改革这个高速列车上，

我们不允许把老弱病残抛出去，社会主义不允许这样做。人民共和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的。中华民族的福祉是我们成立国家，支持政府的全部原因，也是我们改革的唯一目的。什

么叫做坚强的军队，能打胜仗的军队是不会把自己士兵的尸体和伤员扔在战场上的，要带着

一起走。同样，共和国发展的高速列车，不允许把老弱病残抛出去。如果改革是成集团的把

弱者抛出去，这种改革必然被人民所唾弃。再比如对第三前提，前不久才被解聘的一个北大

教授说，若当权，我一分钱就把中国卖给美国做第 51 州。还希望中国输掉抗美援朝战争，

让美军长驱直入占领北京。这类“民主人权斗士”得到了西方政府的坚决支持。美国总统在

白宫以搂肩膀式的“亲切会见”来向中国制度挑战。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大学生们受这样的

意识形态教育。如果我们的教授非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中国人自找的，那就不是什么自由

言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如果美国否定独立战争的合理

性，美国的立国之本也就没有了。所以美国大学不允许这种教授在大学教书。历史的基本面

是不能被否定的，底线是不能超越的。然而，突破上述三个前提的言论已经上了我们主流媒

体的大雅之堂。否定我们立国基本原则的言论还在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平面媒体上开专

栏，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甚至上了我们的教科书。这已经不是行政处罚几个主编的问题了，

我们必须通过争论来教育人民，加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  
《商务周刊》：在这一点上，有人还拿出数据说，改革这个高速列车并没有抛出去人，

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的，只不过并没有那么快，而全世界这 20 年贫困人口减少主要的

贡献来自中国。 

潘维：与强大的城市工商业相比，农民是分散的，是农民，而且是小农，是不可能追上

城市进步速度的。今天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与繁荣的城市相对照，乡村破败，工农联盟开

始瓦解。正因为再这样走下去不行了，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要把财富转移到农

村去，帮着农民走出一条非农的，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

政策，不管是国家出钱，省里出钱，还是农民自己集资，农村的孩子们能继续读书，成为能

写会算的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如果哪一天搞到我们的孩子们上不起学了，大部分人看不

起病了，那就是我们的政策出了偏差的时候了，就要反思我们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立国精

神。这一点，到了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就能看得很清楚。印度有一半女孩是不上学的，号

称有“选择不上学的自由”。我们中国没有这种“自由”。我们不允许这个国家有一半的女孩

不上学，不认字。让全国人民一道进步，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民本主义”。民本

主义可以上溯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这是《尚书》里记载的上古文献，号称大禹

之孙提出来的。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主流价值观。 
《商务周刊》：现在有人还从纯粹经济的角度上说，当时一些半殖民地化的城市比现在

还发达，其城市功能也比现在强。比如解放前的旧上海就是很繁华的大都市，其服务业当时

就达到了伦敦的水平，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殖民文化。你怎么看待这种非常 “洋派”的

观点？ 

潘维：我非常反感而今占据了传媒的“历史修正主义”，居然公开否定抵抗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的人类进步历史。东南亚国家为什么要独立？印度为什么要独立？整个第三世界为

什么要独立？黑人反对种族主义在南非对不对？民族解放运动到底对不对？如果忘了先辈

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付出的代价，你就不知道这个共和国之本在什么地方。没有民族的

独立，怎么有自由？总有“历史修正主义者”怀恋上世纪 30 年代的旧上海，他们假装不知

道那时全中国范围发生了什么。那明明是“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一天天人民的流亡”。铁案



如山，怎么个“翻案”法？三十年代，难道上海没有沦入日军之手，后来连英国殖民地的香

港不也落入了日军之手？没有民族独立，没有强大的国家，哪怕在当今的世界上，你的血管

也会被切开，为发达国家继续输血。拉美被称作“被切开的血管”，不是偶然的。讲述这些

基本的道理，却在我们的大学里变成了“非主流”，我们还能“不争论”吗？ 
 
《商务周刊》：前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站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引

起了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学界这一阵地之争？ 

潘维：首先，很多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反感，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九十年代。

大学里的政治课被称为“马哲”、“毛概”（《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得更

是一塌糊涂，基本上是教条主义。因为反感教条，许多教员自己也不认真研究，更谈不上认

真教学。而今在我们这里被歪曲的马克思，在全世界都是最受尊重的学者之一，包括在美国。

为什么？因为他批判一切，批判现存的制度，批判国家，批判私有制，批判婚姻，批判家庭。

马克思的存在，使一切现存的政府感觉到芒刺在背，所以他是永恒的。今天的多数学生没有

真正念过这些，他们学的是没有《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教条的马克思。至于刘国光先生

批评经济学界，他主要批评现在大学培养的经济学者，只热衷学习和讲授关于市场机制的知

识，甚至热衷宣扬关于市场机制的意识形态，却不热衷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理解社

会主义经济于中国的重要性。至于刘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法，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他今天不再

是官员，只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那一代经济学家为建设我国先前的计划经济，和后

来的市场经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荒唐的是，在当今只学过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

者看来，他的知识却“过时了”。 
 

“文革”、民主、法治 

《商务周刊》：今年是“文革”发动 30 周年和结束 20 周年，有人说文革是一个“有民

主没法治”造成的典型悲剧，你能联系当下改革的争论谈谈这方面的启示吗？ 

潘维：我个人认为，“文革”的动因是很简单的，不是权力斗争，而是毛泽东为了维持

住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手段。 
我们大家今天看到了市场经济对我们国家所起的重大意义。我们今天的认识——“文革”

通过动员群众摧毁党政机构来进行的这场革命，后果是灾难，这一点鲜有不同意见。但同时，

毛泽东通过“文革”留下一个历史遗产，就是种下了认同社会主义合理性的一个价值观。所

以今天市场化出现一些不公平之后，人们就会想到毛泽东。毛造就了中国的左派传统，这种

传统牵制了右派。回想改革走过的二十五年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左派的传统是很重要的。

如果只有左派，没有右派，我国就很难有市场化改革。如果只有右派，没有左派，我国就可

能一路滑到导致苏联崩溃的那条路上去了。正因为有左派和右派互相牵制，中国改革的路走

得很稳，比起拉丁美洲，比起东欧，我们走得相当稳健，好像在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创造

了世界奇迹。中庸之“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易”，形似不变之中包含逐渐的变

化。所以，我反对剧变，不喜欢“闯关”这个词。中国是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土

地和一切资源都非常贫乏，还不能侵略别人，也不能殖民。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谨慎，

立足国情，政府出台重大政策要如履薄冰。总想“闯关”，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今天不能用民主和法治来套“文革”，说它有民主没法治。不能这么讲。毛泽东发

动文革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践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革命时代的

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习惯于走群众路线。“文革”是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起来的。就

是说，他个人靠发动群众，办他想办到的事情。严格地说，这恐怕不能叫民主。李登辉发动

群众搞台独，也不能说是民主。 



《商务周刊》：在你过去的文章里，谈到了“民主迷信”，谈到了民主与腐败、民主与法

治。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潘维：当代的“民主”一词有多种含义，大的划分有强调人民财产共同占有权的和强调

选举投票权两大类。我个人对两类民主都有批评的分析。当今的国内外学界对民主一词定义

繁琐，而且国内特别热衷于“选举”，国外敌对势力也特别压迫我们搞普选，直选。所以，

我已基本放弃了“民主迷信”一词，改为集中评论“选举迷信”。选举的核心就是多数决。

“选举迷信”就是对选票箱子的迷信，就是对“多数决”程序的迷信。选举被说成是万应的

灵丹妙药，其实不过是个多数决机制，是个被神化了的机制。我们可以问自己以下十二个问

题。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你会发现，答案都是否定的。第一，多数决与正义有关系吗？第二，

多数决与科学有关系吗？第三，多数决与智慧有关系吗？第四，多数决与政治平等有关系

吗？第五，多数决与“法治”有关系吗？第六，多数决与专制是对立的吗？第七，只有多数

决的选举才能定期“换人做做看”吗？第八，选民手中的一票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力吗？第九，

多数决与维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有关系吗？第十，多数决与保护绝对多数人的利益有关系

吗？第十一，多数决与反腐败有关系吗？第十二，多数决导致社会团结或者“和谐社会”吗？  
对于腐败的机制我们是有较好理解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治理的。选举不治腐败，选举增

加腐败。无论如何，选举不会有治理腐败的效果。这个结论有很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在第

三世界国家，反对党基本上是喊着反腐败的口号上台，又因为腐败而下台。台湾也逃不脱这

个规律。台湾今天腐败横生，不是原有的，而是新加上的。幻想变个制度，甚至遍派选票箱

子，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那就是制度迷信，也是思想的浅薄和懒惰。最怕的是“食

洋不化”——看着西洋制度下出现了好结果，就要复制。这里有两个误区。第一，西洋的结

果未必主要取决于其制度；第二，即便那个制度在西洋是决定性的，但你没那个土壤，所以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菲律宾是典型的全盘复制美国制度的国家，同时也是东亚治

理最混乱的国家。制度迷信就是以为复制一个制度就可以复制其国家和社会的结果。正确的

态度是，出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想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什么是法治？法律与法治是两回事。法律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中立的，是使

法律得以执行的手段。法律自己是不能治国的，法都是人来制订和人来执行的，因此世上本

无什么“法律治国”（rule of law），都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然而，掌握了绝对权力

的人凭什么会“依法”治国呢？法之所以能“治”，在于政府分权，把政府的权力分割开。

政府分权制衡，法律的权威才可能“至上”，法才能治，才有“法律治国”（rule of law），简

称“法治”。法治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原则是基本法至上，要依基本法立法。但怎样才能

保证基本法“至上”？这就要靠法治的第二原则来保障，就是分权制衡，主要是司法独立。

因为选民基础类似，行政权与立法权经常是重合的（如在欧洲），至少是经常勾结的（如在

美国）。所以，分权制衡的基本表现是司法独立，也包括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务员系统的中立。

当政府与百姓之间发生争端时，由中立的第三方来评判，由机械的公务员系统来执行裁决。

怎么保障司法独立呢？这就要求法治的第三原则，就是“绩优原则”，司法和执法队伍是高

素质的专业工作者，有一套精致的、独立于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的工作绩效评估和升调奖

惩制度。他们出色的工作为这个机构赢得权威。概括起来说，法治与立法机构关系不大，法

治的核心手段就是司法独立，也包括成熟中立的公务员执法体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加议会民主。我国议会体制的思路是彻底民主，即“一

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分工不分权”。这就应了我上面对民主的分析，民主与集权没有

清晰的分际，谁掌握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数，谁就有了“一切”权力。因此，在未来十来年

的期间里，我国政体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推进行政改革，要逐渐确立司法独立，努力建设中

立的、成熟的公务员体系。当然，行政改革还包括建立独立的反贪机构和独立的审计机构。 
 


